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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人口迁移是改革的标志，发展的核心要素，经济成长的晴雨表。回顾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的发展历程，人口迁移和市场转型尤其重要。如果中国没有持续增长的大规模人口迁

移流动，就没有波澜壮阔的工业化，也就没有今天的发展成果。从经济转型、世界工厂的

建立到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过程中，劳动力迁移起到了关键和不可磨灭的作用。
学术界通常用刘易斯城乡二元模型来论述剩余劳动力从农村到城市的迁移，与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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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基于 1982～2015 年人口普查和 1%人口调查数据，计算了所

有普查年 5 年跨县迁移量，从 1982 年到 2010 年再到 2015 年，人口总迁移量从

2 863 万升到 1.46 亿，再下降到 1.32 亿。其中，户籍迁入的永久迁移从 2 420 万下

降到 1 976 万后，继续下降到 1 432 万；离开户籍县的临时迁移从 443 万增长到

1.26 亿，然后微降至 1.18 亿；临时性的务工迁移从不足 200 万增长到 7 033 万后，

再下降至 5 707 万。文章发现，人口迁移已实现从计划性的永久迁移向市场性

的临时迁移的转变，对市场转型、城镇化和工业化起到了促进作用。同时人口迁

移实现了从个人行为向家庭行为的转变。与 2000 年相比，2010 年劳动力峰值

受高校扩招影响，从 5.9%上升到 9.5%，已婚青壮年的迁移率比 10 年前大幅提

高，并取代未婚青年人群成为迁移的主流。此外，由累积值计算的 2010 年儿童

留守率高达 62.8%，中青年妇女净留守率为 21.7%，表明市场化后风险的提高

迫使家庭居住分离以劳动力迁移的方式来分散风险。一旦克服风险约束后，回

流增加较快。文章建议，政府在政策上营造宽松环境，以保障未来迁移向优质

化、家庭化和长期稳定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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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相互促进，最终实现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中国以往的“民工潮”验证了刘易斯

模型中“廉价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古典假设。然而，2007 年之后，人们对此产生了怀疑。
蔡昉（2008）藉“刘易斯拐点”论述农村剩余劳动力因大量迁移而耗尽，以往低水平的工

资从此随着劳力需求的增加而逐渐上涨,而这一拐点的出现，表明无限供给的假设已不

复存在。然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并不支持拐点论。虽然 2008 年发生了国际金融

危机，但离开户籍地（乡镇街道）的流动人口却从 2005 年的 1.47 亿增加到 2010 年的

2.41 亿，离开户籍县流动人口从 2000 年的 7 880 万上升到 1.71 亿（Liang 等，2014）。此后，

2015 年流动人口规模又微增至 2.47 亿（段成荣等，2019），这似乎表明劳动力迁移还在

缓慢增长，而不是下降。
虽然“民工荒”现象已在全国许多城市扩散，但从流动人口数量看，不能证实“刘易

斯拐点”已出现，剩余劳动力已耗尽。如果从中国特色现代化角度思考，40 年发展过程

可以总结为经济转型和工业化的“双部曲”。仅用刘易斯模型来解释会忽略经济转型对

人口迁移和工业化的影响，包括制度转变、政府参与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以及农村家

庭应对风险变化而采取的各种策略。从流动人口的性质看，它是一个存量概念，包括 5 年

甚至 10 年以前就离开户籍地的人口，不包括户口转入的永久迁移。严格地讲，以往研究

仅用流动人口数量进行趋势分析是不够科学的。
科学分析 40 年中国人口迁移的发展趋势，关键在于如何勾画出人口迁移和工业化

的大趋势。本文利用 1982～2015 年全国人口普查和 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带，在小误差

范围内推算不同年代迁移总量和结构，分析其发展趋势，并与经济转型紧密结合，展示

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二、城乡转型模式和假设

在刘易斯（Lewis，1954）提出的城乡二元模型中，一方面是工业为主的高生产率的城

市部门；另一方面是低生产率的传统农村经济部门，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城市工业扩

张引发农村剩余劳力向城市迁移，而其廉价的劳动会给投资者带来丰厚的利润，继而再

投资，扩大资本规模，吸引更多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模型中，新增劳动力（ΔL）与工

业投资成正比，而投资来自前期利润，且大致和前期劳动力规模成正比（ΔL∝L）。这一

循环持续不断，直至农村剩余劳动力彻底消失，此时劳工成本开始上升，而由于大量劳

动力已迁入城市，工业化得以实现，传统社会遂转变为现代社会。
在计划经济下，城市国有部门类似托达罗模式中城市制造业部门（Harris 等，1970），对

大型国有企业的偏好使其平均工资（Ws）远高于市场平衡点。虽然国有部门就业概率（p）

较低，但如果其预期收入（pWs）高于农村平均收入，仍会吸引劳动力从农村流入城市，

进而推高城市失业率和城市贫困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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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转型社会，本文把城市经济划分为国有部门（占比为 g）和私营部门（占比为

1- g）。由于国有企业比私营企业人力成本高，效率低，加上社会负担重，所以国有部门创

造就业能力低，用 α 表示国有部门创造就业系数，k 表示单元投资私营对国有部门创造

就业系数的倍数（k>1）。另外，本文假设转型经济中国家净收入源自私营部门利润税

收，国有部门的投资也与劳动力规模成正比。期内市场化（私有化或产业化）造成国有到

私营部门转移之后比例（g- v）。两个部门劳动力需求增量之和（ΔD）及增长率（d）分别用

以下公式表示：

ΔD=α［（g - v）+k（1- g + v）］×L （1）

d=ΔD /L=α［（g - v）+k（1- g + v）］ （2）

在农村劳动力供给方面，本文假定同时存在两类迁移，I 类迁移是个人承担风险，响

应国有部门高预期收入（托达罗型）；II 类迁移是斯达克（Stark，1991）迁移理论中家庭以

劳动力迁移为策略，增加不同收入来源，分散风险。转型社会中，小农家庭可能会承担市

场化（包括公共服务产业化）带来的高费用和高风险。本文用国有转私营比例（v）来近似

市场化速度及风险提高程度。因此，劳动力供给或迁出增长率（s）可以分解为年轻人口

增长（l）、国企占比（g- v）和其市场化比例（v）的线性组合。
s = l + β×（g - v）+ δ× v （3）

依照这一转型模式，本文针对一系列重要因素（包括产权结构、私有化、政府参与、

户籍制度和国家投资）进行假设，研究其如何影响劳动力供需和迁移增长。
首先，本文对最具有代表意义的产权结构提出假设 1：转型中，劳动力需求的增长（d）

主要依赖私营部门的扩张，随私营占比（1- g）及投资就业率（k）的提高而提高。比例逐渐

上升，劳动力需求增长由慢到快，并自我加速，而工业化后期增长会因投资回报递减，就

业效率（k）的下降而趋缓。国有部门的转制（或产业化）是转型的核心推力，用国有到私

营部门的转移比例（v）来代表，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2：需求方面，转制短期会减少就业，

推高失业率，但其造成的转移部分（v）会在下一阶段私营部门的投资中 k 倍增长，从而

推动劳动力需求的增长。在供给方面，国有部门转制提高了整个社会的风险水平，促使

II 类家庭以劳动力迁移来分散风险。因此，市场化会从供需两方面提高就业和迁移增

长。转型和工业化离不开地方政府的参与和合作，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3：地方政府的参

与，包括提供国有资源（如廉价土地）和减免启动税收，会降低投资成本，增加利润率，

提高单元投资的就业率（k），投资者因此会增加投资和扩大就业规模，间接提高了劳动

力需求和迁移增长。经济增长后也会为地方政府带来更多土地税收，吸引更多私营投资

和扩大就业需求。但要素价格偏低情况下，过度追求经济增长率，会导致过度工业化，进

而造成劳动力供不应求。本文针对公共投资在转型中的影响提出假设 4：加大国有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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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虽然有乘数效应，但也会对私营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同时会提高（国有部门）预期

收入而增加 I 类迁移。即便国家投资规模大，转型会出现逆向（v<0），就业效率会大幅下

降，整体上对就业和迁移增长的影响有限甚至产生负影响。

为了验证以上假设，本文使用普查数据带（1982～2015 年）5 年跨县迁移数量的变

化来描述人口迁移趋势。具体定义是普查前 5 年所有户口迁入其他县的永久迁移加上

离开户籍县半年以上的临时迁移。根据 1987 和 2015 年全国 1%人口调查和 2000 年第

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可以直接计算出 5 年的迁移数量。其他普查由于定义不完整而存在

小比例的漏查，如半年到一年的临时迁移数量（1990 年四普）或省内的永久迁移（2005

年 1%人口抽样和 2010 年六普）。根据以往普查同类迁移的比率，本文用间接法估算这

些遗漏值，继而推算 5 年的迁移总量，误差控制在 4%以内，再用公安部户籍和国家统计局

劳动力调查数据，估算 1982 和 1995 年迁移数量。计算永久迁移占比作为迁移转型指

标，再用城镇人口占比作为城镇化指标。计算各个时期分年龄迁移率用于分析 I 和 II 类

迁移率变化，再用不同人群累积迁移率之差计算留守率。最后，本文计算了返回户籍县

的迁移人口数量。

根据本文的转型模式可以推测，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迁移会由慢到快加速增长。

由于私营部门主要吸收临时迁移劳动力，就业效率高，加速增长，计划性的永久迁移的

比重（p）和国有部门就业比重（g）会随市场转型而下降。转型前期，I 类迁移为主，集中

在年轻未婚人口。转型中后期，II 类已婚青壮年迁移率会大幅增长，以应对 1996～2005

年市场化后风险水平的提高。同时，在户籍政策的限制下，分散风险的家庭策略意味着

外出打工者与家庭居住分离，从 Fan（2016）、段成荣等（2017）研究来看，农村家庭户分

离和留守儿童的大量存在是近期迁移的一个趋势。除了受户籍限制外，如果目的是分散

风险，II 类迁移中会有较高的儿童留守率及相当程度的妇女留守率。另外，随着 II 类打工

者在城市里经验和资金的累积，一旦风险约束突破，返乡增多也会成为一种趋势。

地方政府的参与，尤其是廉价工业土地，使工业在 21 世纪 00 年代加速成长。以上

供需双方的所有正效应加上这一时期年轻人口的增长，迁移在21 世纪 00 年代后期快速

增长。21 世纪 10 年代，转型似乎出现了反转，首先国家规划了大规模投资以应对 2008

年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其次年轻人口出现一定程度的缩减，但高校扩招仍在继续。虽

然有大规模的国家投资，挤出效应加上年轻人口减少会使迁移总量下降。

三、迁移趋势分析

（一）5 年跨县或省际迁移的趋势

如图 1 所示，中国 5 年跨县迁移量（以百万计）经历了从慢速到快速增长再到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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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缓下降的转变。从 1982 年的 2 900 万

缓慢增加到 1987 年的 3 132 万，1990 年

的 4 200 万。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迁移

快速增长到 1995 年 5 700 万，2000 年的

8 013 万，2005 年突破 1.01 亿，2010 年达

到顶峰（1.46 亿）。这种由慢到快的加速趋

势 与 本 文 转 型 模 式 的 预 测 相 符。2015

年，快速增长趋势开始逆转，迁移量回落

到 1.32 亿，预示未来迁移可能出现的平

缓下降趋势。省际 5 年迁移（包括离开户

籍省）也有类似变 化 趋 势 ，从 1987 年的

719 万增加到 1990 年 1 403 万、2000 年

的 3 879 万、2005 年 的 4 929 万、2010 年

的 6 622 万，微降到 2015 年的 6 508 万。
（二） 务工迁移和工业化/城镇化

务工迁移是离开户籍县外出务工半

年以上、5 年以下的临时迁移，相当于临

时打工，在刘易斯模型中属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工业部门的迁移。在计划经济时

期，务工迁移受到严格控制，那时称为临时工。1987 年跨县的只有 243 万。沿海地区开

放后，务工迁移数量逐步增加到 1990 年的 1 237 万，1995 年的 2 062 万，2000 年的 3 624

万，2005 年的 5 025 万，2010 年 7 033 万，2015 年回落到 5 707 万。跨县外出务工总数

（包括外出 5 年以上务工人员），从 1982 年时的 231 万，上升到 1990 年的 1 523 万、2000

年的 4 706 万、2005 年的 6 826 万、2010 年的 9 899 万、2015 年的 9 220 万。图 2 显示，务

工迁移与工业化和城镇化总趋势大致相同，与城市化呈平行增长趋势。
从图 2 可以看出，农业就业比重从 1982 年的 68.1%下降到 1987 年的 60.0%，伴随

着务工迁移的快速增长，这个比重从 1990 年的 60.1% 下降到 2000 年的 50.0%、2010 年

的 36.7％、2015 年的 28.3％。换言之，非农（工业、服务业）就业比重从 1982 年的 31.9%

增加到 2015 年的 71.7%，表明中国 40 年的工业化实现了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根本

转变。1990 年以后，工业化最主要因素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并在规模日益扩大的

工业和服务部门就业。具体到第二产业的发展，经济转型中，务工迁移和工业发展趋势

并不像刘易斯模型中那样同步快速增长，1982～1987 年、1987～1990 年、1995～2000 年

3 个时期发展不同步，甚至背道而驰；1990～1995 年和 2000～2010 年同步增长；2012～2015

年同步下降。下面本文具体分析各个时期的发展过程，部分内容参考了陈锡文等（2008）

图 1 1982～2015 年跨县和省际迁移数量

注：根据加权的人口普查和 1%抽样调查数据带

计算或估算得到。1987、2000、2015 年迁移数分别依

据 1987 年 1%人口抽样调查，2000 人口普查和 2015

年 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直接计算。1990 年人口普查

遗漏了半年到一年的临时迁移，而 2005 年 1%人口

抽样调查和 2010 年人口普查遗漏了本省永久迁移，

按过往同性质迁移的比率进行估算。1982 和 1995 年

的估算分别使用公安部永久迁移和统计局劳动力调

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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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务工迁移量与产业（就业）结构及城镇人口比重

注：跨县务工迁移量和城镇人口比例根据加权的人口普查和

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带中迁移原因为“务工经商”的数据计算。
1990 年人口普查遗漏了半年到一年的劳务迁移数，按 1987 年短

期务工占比进行了估算。1995 年的估算参照统计局劳动力调查

数据。历年三次产业结构比重数据来自 2016 年《人口与就业年

鉴》23～24 页表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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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盛来运（2008）的研究。
1982～1987 年，一方面第二

产 业 就 业 比 重 从 18.4% 上 升 到

22.2%；第三产业比重从 13.4%增

加到 17.8%。另一方面人口迁移

仍然增长缓慢。即便国家在 1984

年出台了新政策，允许农民在自

理 口 粮 的 条 件 下 进 城 务 工 ，但

1987 年务工迁移只有 243万。这一

时期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其就业

人数从 3 110 万增加到8 810 万，

创造了 5 700 万个新岗位，吸纳

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从而缓

解 了 农 村 人口向城市流动的巨

大压力。事实上，乡镇企业当时

的宣传口号是农民“离土不离乡，

进厂不进城”，这与政府对农村向城市迁移的严格控制是一致的。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出现了经济发展放缓，1987～1990 年，第二产业就业比重从

22.2%下降到 21.4%，第三产业比重只微增到 18.5%，而务工迁移却从 243 万大增到 1 237

万。工业（包括乡镇企业）发展停滞，经济放缓，临时迁移却快速增长。1989 年春节后出

现的第一次“民工潮”。随着海外投资进入、城市扩张和收入增长，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

开始增加。数以百万的年轻农民离开内陆省份前往珠三角、北京和上海等地，在外资工

厂、建筑公司及公共服务或当地社区服务中寻找临时工作。随着民工规模的迅速增长，

各级政府开始通过发布指导性文件来规范制止所谓的“盲流”，防止城市就业压力和基

础设施负担过重。
1995～2000 年，出现了恶劣的经济环境，第二产业比重从 23.0%下降到 22.5%，而

务工迁移却反增到 3 624 万，这与国企转制密切相关。一方面，来自外企、私企和乡镇企

业的竞争，导致国有企业产品价格和利润急剧下降，迫使国企抓大放小。超过 2 000 万

国企工人下岗，主要来自众多亏损的小型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改制导致整个第二产业的

就业份额下降。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投资、贸易和就业状况恶化，出口产品需求

减少，城市的失业率飙升。当时不少地方政府甚至出台各项政策和相关收费，阻止民工

的涌入，目的是为了减少民工与本地下岗工人的就业竞争。另一方面，沿海地区私营企

业保持快速增长，其就业人数从 600 多万增加到1 270 万；海外投资并没有因亚洲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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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而下降，外企就业人数增加到 640 万，私营企业的总就业规模增加到 1 910 万，个体

经营者增加 642 万，总共为 2 778 万。沿海地区私营和外资企业始终快速发展，吸引了

大量内陆地区农村的年轻人去沿海地区打工。私营部门的高速增长一大部分抵消了城

市国有部门和乡镇企业的下降，同时促进了迁移的增长。这一阶段更像是托达罗模型和

刘易斯模型的结合体。
务工迁移量和工业同时增长有两个时期。第一个双增长时期在市场化刚刚开始的

1990～1995 年，这个时期劳动力迁移和工业增长同步缓慢增长，务工迁移量比前期增

加 642 万，达到 2 778 万，第二产业比重从 1990 年的 21.4%提高到 23.0%，第三产业比

重从 18.5%提高到 24.8%。市场化始于 1992 年邓小平“南巡”之后，海外投资在沿海城

市倍增，城市私营部门（包括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迅速发展，就业人数从 220 万激增到

880 万，使城市经济和所有权结构开始多样化。相比之下，就业在乡镇企业停滞不前，在

国有企业甚至下滑。许多公职人员和国企技术人员暂时离职，“下海”到沿海地区私营部

门创业。
2000～2010 年，劳动力迁移和工业同步快速增长。从 2000 年到 2005 年再到 2010

年，务工迁移从 3 624 万增加到 5 025 万再飙升到 7 033 万，第二产业就业比重从 22.5%

微升到 23.8%再上升到 28.7%，后 5 年增加了近 5 个百分点，而第三产业比重平稳上升，

从 27.5%到 31.4%再到 34.6%。2001 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迎来了进一步开放的

机遇。地方政府通过基础设施建设，低成本土地供应，减免启动税等方式，在招商引资上

发挥了关键作用，其目的是实现本地工业高增长，并收取土地相关的税费为当地创造财

政收入（俗称“土地财政”）。中央政府于 2003 年颁布一项政策，首次认可务工迁移的合

法性，消除对务工的各种障碍和不合理收费，并呼吁保障打工者的权利，以促进农村劳

动力尽快向城市转移，为工业化服务。然而，户籍制度却保持不变，没有当地户籍，打工

者也就缺少改善工作环境和收入的话语权，导致外来打工者收入长期低于本地居民，在

迁入地被边缘化。从迁出地看，随着乡镇企业就业和农民收入的下降，农村状况进一步

恶化，主要由于农产品市场化，生产粮食的种子、化肥等价格飞涨，而市场粮食价格在丰

收后走低，再加上农民各种税费负担增加，公共部门医疗、教育产业化也带来了风险和

费用的大幅提高。

此时的高速增长模式是加强版的刘易斯模型，结合国家私人和海外投资，天时（加

入世贸组织）、地利（地方政府提供廉价土地）、人和（迁移带来的大量廉价劳动力），很

快就掀起了海外和私营企业的投资热潮，高利润再投资又促进了私营企业就业的快速

增长，继而吸引大量农村劳动力的迁移。2010 年，有近 1 亿跨县务工者在制造业、建筑

业和商业部门工作，对出口行业、城市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开发及整体经济做出了巨大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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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迁移增长的势头被 2008 年的世界金融危机阻断，政府为应对危机进行了大规模公

共投资。2009 年又恢复了增长。经历高速工业增长，21 世纪 00 年代中后期在个别发达

地区(珠三角)出现了“民工荒”。然而，这种民工短缺当时并没有大范围扩散。
从 2010 年到 2012 年再到 2015 年，务工迁移量从 7 033 万骤减到 5 707 万，第二产

业比重先从 28.7%升到 30.3%然后降到 29.3%，第三产业比重从 34.6%上升到 36.1%后

再急升至 42.4%。尽管有大规模的公共投资，但经济增长率还是从两位数下降到 6%～

7%。随着大城市土地和房地产价值的暴涨，大量国企投资涌入房地产，引发泡沫、巨额

地方债务及住房相关行业的产出和产能过剩。这一轮发展市场转型略有逆转，得益的主

要是大型国有企业、房地产业和大城市，小型私营企业、制造业和小城市则处于不利地

位。劳动力成本、租金和人民币汇率的同时上涨，许多出口导向的工厂被迫关闭或搬迁

到其他低收入国家。多个工业部门因出现供应和产能过剩，对劳动力需求急剧下降。虽

然这一时期 20～24 岁人口从 1.3 亿下降到 1.0 亿，高校却在继续扩招，从每年 600 万人

增到 700 万人。扩招增加了高校生迁移,却对年轻人务工迁移起到了延迟和挤压效果，

同时大规模公共投资对私营企业的投资产生了挤压作用。由于这些逆转效应，经济下行，

扩招和新增劳动力的减少，务工迁移出现锐减之势。以往长期打工者的续留，抵消了锐

减的大部分影响，外出打工者总数由 2010 年的 9 888 万下降到 9 220 万，尚未出现大幅

下降的局面，但“民工荒”现象已在全国城市蔓延。原因主要是，在社会方面，受教育程度

较高的年轻一代不太愿意从事低技能工作，但由于缺乏实际技能和经验，又不太胜任技

术工作。经济上，劳动力成本上升、出口行业和房地产业发展放缓，导致对劳动力需求

减少、而劳动力供给因年轻人减少，条件改善和农村收入快速增长而减少。可见，劳动

力迁移和工业化在转型中并非同步持续增长，取决于转型快慢、所有制结构和政府行为

等一系列因素，以上描述的发展趋势符合本文的转型假设。

（三） 迁移的市场转型：永久和临时迁移的变化趋势

永久迁移属于计划内，而临时迁移大多属于计划外。分析永久和临时迁移的不同发

展趋势并与其他市场 化 趋势对比，有助于深入了解迁移增长的内因和市场化的进程。
如图 2 所示，除 1990 年的 1 893 万外，永久迁移量在改革前期大多保持在 1987 年的 2 221

万到 2000 年的 2 549 万范围内，2000 年后开始下降，2005、2010 和 2015 年分别降到

2 231 万、1 976 万和 1 432 万。一个重要因素是高等教育产业化，由 20 世纪 80 年代的

免费教育到 90 年代的低收费再到 21 世纪 00 年代的高收费，扩招后改变了国家分配工

作制度，转向市场录用。这一转变，从 21 世纪 00 年代中期开始，大部分高校学生保留原

籍户籍入校学习，其迁移性质由永久转为临时。
从图 4 可以看出，临时迁移从 1982年到 2010 年保持由慢到快再加速的增长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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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1982～2015 年流动人口永久迁移和

临时迁移数量

注：同图 1。

图 4 1982～2015 年永久迁移和国有部门就业比重

注：城镇国有部门比重的计算参照《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及 2008、2013 年《经济普查

年鉴》数据计算政府和国有（控股）企业就业总数除以城

镇就业总数。

从 1982 年估算的 443 万，增长到 1987

年的 911 万、1990 年的 2 319 万、1995

年 的 3 523 万 ，2000 年 的 5 464 万 ，

2005 年的 7 852 万和 2010 年的 1.26

亿，直到 2015 年才缓慢降到 1.18 亿。
每 5 年的 增量逐 步递增 ，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的 468 万，到 90 年代后

期的 1 941 万，再到 21 世纪 00 年代

后期的 6 591 万。相应的流动人口（离

开户籍县半年以上）分别为1982 年的

766 万、1987 年的 1 576 万、1990 年的

2 854 万、1995 年的 4 758 万、2000 年的

7 172 万，2005 年的 1.14 亿、2010 年的

1.78 亿 和 2015 年 的 2.01 亿。尽 管

2015 年临时迁移数量比 2010 年缓慢

下降，但流动人口不减反增。可见，用

流动人 口 数（存 量）进 行 趋 势 分 析 ，

无法判断人口迁移数量究竟是上升还

是下降。
临时迁 移 与 务 工 迁 移 的 发 展 趋

势类似，但值得关注的有以下两点。
一是 为 什 么 1977～1982 年 永 久

迁移较多，临时迁移较少。当时，除 4

个经济特 区 外 ，计 划 经 济 仍 然 在 城 市 地 区占据主导地位。政府当务之急是恢复高考

和进行农村地区改革。根据 1982 年人口普查中 770 万跨县一年以上的流动人口和每年

公安局跨地区户籍变动的数 据，本文 估算的 5 年间 永久迁 移、临时 迁移和 总迁 移数

量，分别为 440万、2 420 万和 2 860 万。永久迁移居多的主要原因是由于 800 万下乡知

青返城，以及恢复高考后1978～1981 届高校在校生和 1977 届高校毕业生迁移。相比之

下，临时迁移微不足道，仅占总数的 1/6，反映出在计划经济下对人口迁移的严格控制。
从 1978 年到 1982 年末，农村家庭责任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并逐步取代了公社制，农业

生产力大幅提高，生产效率的提高把成百上千万劳动力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大大增加了

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的潜力。
二是高等教育产业化（高校扩招）后，高校在校生迁移性质发生了改变。扩招本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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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00 和 2010 年中国分年龄迁移率

注：2000 和 2010 年分年龄的迁移率根据加权的五

普 和 六 普 数 据 带 计 算 得 到 ，分子是分年龄的迁移数，

按迁移发生时准确年龄排序，分母是分年龄的 5 年累积

人口。

为了应对大批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出生人群，延迟他们进入劳动力市场，减缓 21 世纪 00

年代中后期就业压力，招生数量由 2000 年的 200 多万逐步增到 2010 年的 600 多万，扩

招后增加了 2 000 多万在校中专生和大学生，对相同年龄段务工迁移起到了分流作用。

因此，永久迁移从 2000 年开始下降，而高校生临时迁移大增。
迁移的市场化趋势可以从永久迁移比重下降（或临时迁移比重的增加）来反映。从

图 4 可以看出，永久迁移比重从 1982 年的 84.5%下降到 1987 年的 70.9%，反映 20 世纪

80 年代经济有转变但计划性仍然很强。之后，这一比重迅速下降到 1990 年的 44.9%、1995

年的 38.7%、2000 年的 31.8%，说明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的开放和 90 年代外资的大量涌

入，以及私营企业的兴起，改变了产权结构，使大部分迁移转向市场。21 世纪 00 年代之

后，永久迁移比重继续下降到 2005 年的 22.1%、2010 年的 13.5%、2015 年的 10.8%。另外，

城镇就业的市场化转型可以用国企就业比重的变化来反映。1982～2015 年，国有部门

（包括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就业人数保持在 1 亿左右，而私营企业从 0 增长到 1.4 亿，

个体从 147 万增加到 7 800 万。国有部门就业比重由 1982 年的 75.5%、1987 年的 70%下

降到 1990 年的 60.7%、2000 年的 41.3%、2008 年的 25.6%、2013 年的 28.1%和 2015 年的

24.9%,私营部门从 0 增长到 2015 年的 75.1%，这一转变反映了就业市场转型的实现。而

临时迁移的民工占据了私营企业就业的绝大部分。也就是说迁移和就业市场化是并存

且相互促进。在这个转型大趋势之外，国有部门 2013 年相对于 2008 年的比重反弹了

2.5 个百分点，证实了 21 世纪 10 年代初出现逆转型。
1990～2010 年临时迁移数量加速增长，永久迁移比重持续下降，而近期逆转型时

临时迁移的下降，从不同方面、不同程度验证了本文转型模型的假设。

（四） 迁移年龄模式的变化趋势

本文将 分 年 龄 总 迁 移 率 和“务 工

经商”的务工迁移率分别绘制成图（见

图 5）。本文中迁移率以 1%以下、1%～

2%、2%～4%、4%～6% 和 6% 以 上 分

别表示“极低”、“低”、“中等”、“高”和

“极高”水平，大于 2%年龄区间连线称

之为劳动力迁移率中等值“底部”。2000

年，0～14 岁处于极低水平，从 0～1 岁

的 0.90%左 右下降到 14 岁的 0.34%。

然后是以 18～27 岁为“底部”的劳动力

高峰，迁移率从 16 岁开始上升，19 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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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最高峰值（5.90 %），然后快速下降到 27 岁的 2.07%。随后在低水平区间缓慢下降，直

到 69 岁的最低值 0.28%。2010 年，0～2 岁从 2.89%快速下降到 1.14%，4 岁缓慢下降到

11 岁达到极低的 0.63%，再快速回升到 14 岁的 2.76%，整个 0～14 岁曲线构成一个 U

形，而不是标准迁移模式中 的由高到低的下降斜线（与 24～38 岁的父母斜线平行），

反映大量留守儿童的存在。其中，最突出的是以 15～35 岁为“底部”，向上形成一个劳动力

高峰，迁移率从 15 岁的 3.35%开始快速提升到 18 岁的 9.47%（最高峰值），同样快速下降

到 20 岁的 6.12%、25 岁的 4.17%、30 岁的 2.67%，然后缓慢减少到 35 岁的 2.03%。36～47

岁的迁移率处在低水平，从 1.99%下降到 1.01%；48～69 岁处在极低水平，从 0.90%一直

下降到 0.48%。

与 2000 年相比，2010 年整体迁移水平提高了，每个年龄的迁移率均在增长，青壮

年迁移率增长最快。18～19 岁的高校在校生，2010 最高峰值是 2000 的 1.6 倍，反映了

高教产业化（扩招）的影响。2000 年劳动力迁移率高于 2%的年龄段为 18～27 岁，2010

年两端延长到 15～35 岁，底部大大加宽了，即便在 36～39 岁迁移率也不低于 1.70%。
从务工迁移模式看，2000 年务工迁移率从 15 岁开始加速上升到 19 岁的最高峰值

（2.43%），之后一直下降，25 岁为 1.48%，30 岁为 1.03%。而 2010 年，务工迁移率 16 岁

就已经上升到 2.1%，务工迁移的底部较宽，18～23 岁保持在 3.12%～3.54%的峰值，24

岁后由 2.80%缓慢下降到 29 岁的 2.06%，35 岁的 1.48%，41 岁的 1.06%。也就是说，2000

年务工迁移率在 23～25 岁下降较快，30 岁以后进入低水平，小于 1%。但 2010 年务工

迁移率 30 岁以前保持较高水平（2%），30～35 岁不低于 1.50%，直到 42 岁以后才进入

低水平。由此可见，2000 年迁移主流集中在未婚和部分新婚年轻人群体，I 类个人迁移

比重较高，而 2010 年 24～39 岁已婚青壮年也加入迁移主流，分散风险的 II 类家庭劳动

力迁移大幅增加，比重相应增高。

2010 年，0～12 岁累积迁移率为 14.37%，24～36 岁为 38.62%，24～45 岁为 60.18%，

16～23 岁为 55.06%。24～45 岁的累积率比是 2000 年（34.90%）的 1.72 倍。24～36 岁与

0～12 岁累积率之差除以 24～36 岁累积率（儿童留守率）为 0.6279，说明有 62.8%（大约

3/5）的儿童留守。24～45 岁男性累积率（66.87%）与女性累积率（52.43%）之差除以男性

累积率得到妻子净留守率为 0.2172（21.72%），说明大约有 1/5 的妻子没有和丈夫一起

外出打工。考虑到部分妻子单独外出打工，丈夫留守的情况，则夫妻因打工而暂时分居

的比例高于 1/5，大约在 1/4 左右。以上数据分析证实了 21 世纪 00 年代迁移从个人到

家庭行为的转变，符合斯达克劳动力迁移分散风险的理论，也支持本文提出的市场化提

高风险而增加 II 类家庭劳动力迁移的假设。经济学者常常强调迁移对家庭的汇款效应

和对经济发展促进作用，但忽略了大量家庭因分离所产生的巨大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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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迁移和经济转型：1982～2015 年

（五） 迁移返乡趋势

21 世纪 10 年代，内地许多省份作为迁出地出现了劳动力回流。从图 6 可以清楚地

发现这一趋势。返回户籍县的总人数是外省返县和本省返县人数的总和，2000 年为

550 万，2010 年增到 1 088 万，2015 年继续增到 1 400 万。而外省回乡人数从 2000 年的

195 万增到 2010 年的

253 万，2015 年增加到

492 万。2015 年返县、
返 市、返 省 的 总 数 为

1 536 万，其中 36.6%返

回到城市街道，23.2%

回到镇，30.1%回到乡

村。由此可见，大部分

回 流 迁 移 返 乡 不 返

村，对小城镇的发展

会起到促进作用。

四、总结和结论

本文利用 1982～2015 年人口普查和 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带，在小误差范围内推

算不同年代 5 年跨县迁移数量和结构，分析其发展趋势，并与经济转型过程紧密结合。
从 1982 年改革初期开始，中国 5 年跨县迁移数量经历了从慢到快的增长，再到近期转

变为平缓下降。从 1982 年到 2010 年再到 2015 年，总迁移量从 2 863 万升到 1.46 亿，再

下降到 1.32 亿，其中离开户籍县的临时迁移同期从 443 万增到 1.26 亿后微降到 1.18

亿，临时性的务工迁移从不足 200 万增到 7 033 万后下降到 5 707 万，而户籍迁入的永

久迁移先微升到 2000 年 2 549 万，随后下降到 2015 年的 1 432 万。
本文发现，中国人口迁移的性质已经实现了市场化的根本转变，户籍迁移人口比

重从 1982 年的 84.5%下降到 2015 年的 10.8%。这个迁移性质的转变与就业市场化相平

行，大量劳动力的迁移为城市经济发展和市场化转型提供了动力。此外，务工迁移的增

长趋势与城镇化和工业化密切相关，是实现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到工

业社会转变的最重要因素。然而，转型前期务工迁移与工业增长并不同步，甚至背道而

驰。21 世纪 00 年代中后期出现了同步高速增长，而 2012～2015 年受逆转型和其他因素

的影响出现了同步下降的局面。
本文还发现，中国人口迁移已实现从个人行为到家庭行为的转变。21 世纪 00 年代

中，已婚青壮年（24～45 岁）迁移率大幅提高并取代未婚人群成为迁移主流，儿童留守

图 6 2000～2015 年返回户籍县的回流迁移及 2015 年目的地分布

注：2000、2010 和 2015 年本省或外省返回户籍县的数量是根据加权的

五普、六普和 2015 年 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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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高达 62.8%，中青年妇女的净留守率也有 21.72%，表明市场化后风险的大幅提高迫使

家庭居住分离，以劳动力迁移的策略来分散风险。然而，一旦克服风险约束后，回流开始

增加。

1970 年以后，日本随着人口老龄化和产业结构转型，经历了流动性下降，并持续

到现在。面对同样的情形，中国也有可能在未来几十年内出现人口迁移持续下降的趋势。

“刘易斯转折点”这个术语是否适用于这一转变，值得商榷。中国的经济转型有许多独

特之处，当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后，“务工”的劳动力越来越缺乏，但极度扩张的高等教育

又为新产业提供源源不断的廉价“知识型劳动力”，在新产业层面又进入刘易斯古典

假设。未来儿童和老人的迁移率会随着户籍政策的放宽而提高；青壮年迁移率也有望

随着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而继续提高。但是，迁移率的提高否能抵消年轻人口下降的

负影响还有待观察。

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户籍政策的放宽，经济改革的深入，未来人口迁移会有一个

从量到质的转变，层次结构的变化会显得比量的变化更重要。根据本文的分析，可以预

期未来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以及妇女、儿童和老人的迁移率会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政府应尽早制定新的人口迁移政策，尽可能减少户籍制度的负面影响，使未来人口迁移

更有效率，更家庭化、完整化和长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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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70 Years of China: The Changes of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and the Trend of Population Aging

Wang Guangzhou·2·
Based on the population censuses and 1% sampling surveys data, this paper uses the indirect estimation methods to

reconstruct the changes of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for 70 years of China. The main conclusions and insights are as fol-
low. (1) During the past 70 years, Chinese population has experienced both dramatic increases and decreases. The changes
in the first 35 years are mainly determined by social- economic situation, while those in the second 35 years are influ-
enced jointly by strict family planning policy and social- economic conditions. (2) Compared with the population changes
after the three years of natural disaster, the nature of baby boom in response to the universal two- child policy in 2015 is
completely different. Yet, they both result in a baby boom for about two years. (3) The recent 35 years witnessed low fer-
tility and decreasing number of new births, which strengthens the trend of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It makes that the
proportion of elderly population will eventually exceed 30%, and will remain at high levels in the future.

Trends of Migration in China in Four-decades of Economic Reform: An Analysis based
on Censuses and 1% National Population Surveys Ma Zhongdong·16·

Based on the data of Chinese censuses and 1% national population surveys from 1982 to 2015, the paper calculates
the five- year volume of inter- country migration in all census/survey years. From 1982 to 2010 and then to 2015, the to-
tal volume of inter- country migration increased from 28.63 million to 146 million and then fell to 132 million, among
which permanent (hukou) migration decreased from 24.20 million to 19.76 million and then to 14.32 million, temporary
migration (out of the county of hukou) increased from 4.43 million to 126 million and then slightly decreased to 118 mil-
lion, and temporary labor migration increased from less than 2 million to 70.33 million and then dropped considerably to
57.07 million. The paper finds that, with the shift of the importance from permanent to temporary migration, migration in
China has completed its market transition in the four decades, during which migration plays a key role in the nation’s
market transformation,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Meanwhile, there has been also a transition which shifts migra-
tion behaviors from individuals to families. Such a transition was strongly evident in changes in migration schedule from
2000 to 2010, including consistent rate enhancement over 70% among married adults between 26 and 40 years old,
which was so significant that married migrants have replaced unmarried ones as the majority. In terms of cumulated mi-
gration rates, the deficit ratio of the children (0- 12) to parents’(24- 36) was 0.628, implying then 62.8% of migrants’
children were left behind. Moreover, the deficit ratio for wives aged 24- 45 years old was 0.2172, indicating a consider-
able portion of spousal residence separation incurred. This shift of migration behaviors to families is largely a result of
risk enhancement in privatization, which forces small rural families to split and use labor migration as a strategy to spread
risks across sectors. Huge social and human costs incurred were often neglected in favor of positive effects of remittances.
With the level of education much enhanced among new generations, the paper suggests that the government creates a
more relaxed environment and formulate new policies to enhance both the quality and the stability of migration by focus-
ing on the transfer of human capital through family settlement.

A Study on the Effects of Higher Education Population on Urbanization: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287 Cities at and above the Prefecture Level in China Zhou Qiliang Fan Hongzhong·29·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287 cities at and above the prefecture level in China during 1999- 2015, this paper ex-
amines the effects of higher education population on urbaniz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because of the congestion ef-
fects, it is not a simple positive 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higher education and urbanization. The direct effect of higher
education population on urbanization is positive in small and medium- sized cities, but it is significantly reduced or e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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